中國教會史
蘇穎睿牧師
第三十一課：1949-1957年的中國教會（1） 
(1) 楔子
1) 1950年5月的一個晚上，一群中國教會領袖群集北京，舉行一次歷史性的特別會議。這次的主席不是別人，乃是周恩來總理。他友善的對這群教會領袖說：「中國共產黨十分欣賞基督教會對中國社會和教育事業上的貢獻，並且盼望在國家未接管這些事業前，教會繼續這些慈善事業。至於你們的信仰，我們認為是迷信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然而若我們禁止你們傳教，恐怕你們因此而結束那些慈善事業。」他說到這裏，身子稍向前傾，微笑的繼續說：「所以我們還是讓你們傳教，但絕不能接受外國的援助。而所有留在中國的傳教士都要離境。」
2) 中國教會在中共的統治下，是否仍享有自由去傳教呢！同年的7月28日，中國教會領袖們在與周恩來傾談後，發表了「三自宣言」，並徵求信徒簽名加入，宣言稱「中國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基督教過去倡導的自治、自養、自傳的運動，已有相當成就，今後應在最短期內，完成此項任務。」到了1951年，政府稱在全國70萬基督徒已有18萬簽名支持「三自宣言」。

3) 然而，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有幾個問題我們要特別注意：

a) 這三自教會是否純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工具？

b) 中國教會本身也是相當複雜，有不同的神學立場，有不同的背景，要取得一致的共識其實是不容易，不少人也會質疑三自主席吳耀宗的地位與立場。

c) 中共的宗教政策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也是我們要研究的一個課題。

4) 總而言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教會是踏入她最黑暗的一頁，她並非如周總理所說，她可以自由傳教，事實上不少傳道人及信徒都被拉進獄中勞改，不少殉道，死在獄中，或被處決，這是不能更改的歷史事實。
(2) 「新人民民主主義專政」下的國家與宗教
1) 在中共建國初期，局勢仍未穩定，當時在華南及西南還有白崇禧及胡宗南指揮的國民黨正規軍部隊及其他國民黨殘餘部隊，在經濟上也不穩定，工商業蕭條，商品滯銷，在1950年，在十四個城市有2945家工廠關閉，在十六個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結業，所以在此情形下，中共一定要聯絡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解放軍、海外華僑共同合作。他們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是包括了各方代表，並且通過「新民主主義」為確立的團體，而不是「社會主義」。
2) 甚麼是「新民主主義」呢？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由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並團結各民主階層及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取國家。這新國家的任務有二：
a) 向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及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實行獨裁和專政。

b) 對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讓他們享受種種自由。
中共是把這種「專制」和「民主」的矛盾統一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了。

3) 換言之，中共所謂人民並非指所有的國民，人民是指工、農、小資產及民族資產階級，其餘的只是「國民」而非「人民」。這樣一來，在開始要「統戰」的時期，他們可以統治那些黨外、但有威望的人士，但到了政權穩固的時候，他們又可以把這些黨外人士踢出「人民」範圍，實行專政，因為所有人民都是在共產黨之領導下，這是一種既團結又專政，既聯合又鬥爭的國家特質。
4) 現在我們要談到在新民主主義下，他們的宗教政策了，作為奉行馬列主義的中共政權，很自然是受到馬列主義對宗教的看法所影響。

馬克思深信：宗教乃人民反映與投射出來之產物，是「那些還沒有獲得自己或是再度喪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換言之，當人民在痛苦的時候，他們創造了一個上帝，並以宗教來安慰自己，所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有麻醉及止痛的作用。他們寄托於將來的天堂，默默地接納了不合理和剝削人的政制，因而大大阻礙了革命意識的發展及人類歷史的進步。然而，宗教作為一種鴉片，肯定仍有存在的價值；但當社會進入到一個不再存在着苦難時，那時再沒有剝削，人民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成為自由人，他們便不再盼望「天堂」，宗教就會自動消失。對馬克思來說，這個社會就是他心目中的共產社會。
5) 中國既處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他們對宗教的態度也顯然易見。
a) 在社會未穩定時，他們要統治各階層人士，穩定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宗教仍有生存的空間。

b) 但當政權穩定，宗教亦不再有其利用價值，它便隨着社會條件的改變而消亡。
就正如周恩來說：「雖然各地基督教及天主教中存在着『帝國主義的間諜』，他們亦有帝國主義的『國際背景』，但是從統戰的角度出發，政府的政策仍是保護宗教信仰自由。」

6) 然而，宗教在中國歷史上與帝國主義有着極密切的關係，因此隨着新中國的成立，宗教本身也需要進行改革，除了那些帝國主義的色彩，在1951年3月，主理中共中央統一戰線的李維漢說：

「要到裏面去進行工作，逐步地改變其政治面貎。如對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即應通過其中的進步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積極爭取團結其中的中間分子和落後群眾，孤立少數為帝國主義及走狗服務的分子，從其內部展開民族民主醒覺運動，使政治上和經濟上真正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國內反動勢力割斷聯繫，成為『自治』、『自給』、『自傳』的宗教團體。」
按着這理論，中共以為現時不是進行群眾反宗教運動，而是在基督教及天主教內部進行改革，向教徒進行愛國主義的宣傳，清除任何帝國主義的反動份子，把教會變成自治、自傳、自養的宗教事業；就是在這大前提下，他們推行了三自教會。然而，我們必須明白，宗教自由只限於「人民」，而非「國民」，這是一種統戰的手段吧了！
(3) 三自教會的成立與革新（1949-1950）
1) 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除了中共代表之外，還有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各階層代表等，宗教代表有8 人，七個正式、一個候補，其中基督教代表有5人，佛教2人，回教1人。代表基督教的是吳耀宗、趙紫宸、劉良模、張雪岩及鄧裕志，他們之所以被選上，不是因為他們有代表性，而是他們的政治立場傾向共產黨，而當時全國基督教團體有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但協進會並沒有參與選出代表，完全與此無關。
2) 據吳耀宗所言，他們之所以被選上為代表，是因為他們反日，反蔣，反美帝國主義，他們接受新民主主義，接受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領導，主張與共產黨合作。他們不滿基督教的保守、腐敗和它的帝國主義，封建力量的聯繫。換言之，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被視為「進步分子」而選上，然而，我也需要指出一點，王明道等保守派牧師，他們並不是「反共」，不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而被拒絕，也不是因為他們接受外國教會支援而被壓迫，他們一早已經是「三自」的了；而是他們不願把教會牽在政治中，也不願意成為政治工具，更不願意與「信仰不同的自由派人士」在一起，換言之，他們之所以被拒絕和壓迫，是因為他們的神學立場，而非政治立場。
3) 然而，面對着政權的改變，全國協進會也不得不探索其在新中國所要扮演的角色，他們一方面知道協進會一直與「帝國主義」（外國宣教組織）有着緊密的聯繫，一方面他們又了解吳耀宗等受到新政府重視的事實。因此，為了生存，他們盡量與這「進步力量」合作，1949年8月，協進會便邀請了吳耀宗及鄧裕志等人到他們那兒提供意見，並且要求他們在政協會議上為宗教自由的落實而努力，有些更主張為這五位代表賦予正統和合法性之代表，在另一方面，因協進會與西差會之緊密關係，不少教會領袖亦開始急謀應對，主張更改協進會執委的資格，以往不少執委均由西教士擔任，他們擬修改憲章，不准西教士任執委，來取悅新的政權，結果，他們並沒有修憲，但在十一月五日的《天風》上，刊登了一封題為「給國外宣教士一封公開信」的中文譯稿，由江長川（衛理公會華北教區會督）、吳高梓（基督教協進會會長）、胡祖蔭（廣學會總幹事）、邵鏡三（南京中華基督教會總幹事）、吳貽芳（金陵神學院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涂羽卿（YMCA總幹事）、崔憲祥（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幹事）及繆秋笙（中華基督教宗教促進會執行幹事）等十九位教會領袖，函告英美教會領袖，希望他們明白現時中國教會的處境，昔日的政教分離政策似乎在新中國難以實行，在新中國的領導下，基督徒必須為中國國民，教會亦必成為中國的社會機關，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他們提出了三項實施政策：
a) 政策的決定權及經濟的管理權交回中國教會領袖，實行自養原則。
b) 原則上，中國仍需國外之經濟援助，但差會不可附帶任何條件。

c) 傳教士應當要接受新的形勢與改變。
其實，他們所重視的是「自治」與「自養」的問題。當時教會設有龐大的宣教、教育、社會服務、醫療及出版事工，經費大部份來自外國，中國教會要達成「自養」，顯然是有一大段路程；所以在某一程度上仍想依賴外國的援助，但在中國新政府來看，他們「反帝」的政治色彩也不強烈，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協進會」、「教會的進步力量」（吳耀宗為首）及新政府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
4) 1949年10月25-26日，協進會的執委會舉行會議，由於吳耀宗報告中央人民政府將在內政部下設立「宗教事務委員會」，而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亦設有「宗教事務組」，不少委員都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全國性强而有力的行政機構，好與政府的宗教機構取得聯繫。然而，當時在籌備的時候，主要的領導人仍是協進會的舊班子，而不是吳耀宗，吳耀宗當時只不過是專門委員之一，非主席、副主席及總幹事之職，換句話來說，這次的革新運動是協進會內部的調校，而非中共期望的進步力量主導；當時是受到中國政府及吳耀宗等人的阻力，而且他們面臨的壓力也愈來愈大。
5) 1950年5月2日，以吳耀宗為首的「訪問團」，獲周恩來先後於5月2日、6日及13日座談，在此次會談中，吳耀宗曾報告有不少教會投訴，他們的教會被侵佔，工作被干涉，教會人員被拘留，希望政府可以保護各地教會，周恩來的答案是：
· 他以為基本的問題是中國人民以基督教為洋教，為帝國主義的工具，是對中國侵略的敵人，要解決這問題，基本上是要給中國人民保證教會並非帝國主義工具，而是中國本身的教會。

· 所以，中國教會一定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

· 他又指出共產黨與宗教界存在着有神論與無神論的矛盾，但兩者仍可共存，互相尊重；但宗教界一定要支持、擁護政府，而勇於自我批評，這才是基督教教會「自衛」之道。
6) 周恩來這番話，是從吳耀宗口中傳出來的，他清楚地說明這是他從周恩來口中得到的鮮明啟示，但其實這番話吳耀宗本人一早已講得非常清楚，在上海基督教組織歡迎人民政協基督徒代表的晚上，他是清楚講過類似周恩來的話，所以很明顯的，他之所以說是從周恩來那兒得到鮮明的啟示是不盡不實，其實他是訴諸周恩來的權威，向其他基督徒領袖宣告：如果你們想生存，就要擁護共產黨，也擁護共產黨推舉的宗教領袖，這是「聖諭」，也是對其他教會領袖的最後通牒！
7) 若要知道其他教會領袖如何回應，最好的方法是由教會內部發表一份宣言，要其他人回應，所以我們可以說，吳耀宗從周恩來得到最大的啟示，不是要基督教肅清帝國主義份子，而是透過用宣言的方式，測測教會的反應是怎樣，這樣便可分得清楚誰是敵人，誰是國家的擁護者。最後經過八次修改，吳耀宗於1950年7月28日，聯同40人發表了一個宣言，徵求各地教會簽名。很明顯，這運動是周恩來首肯下進行的，而我們更可以說，這是中共政府策劃下的一個重要統戰運動。
8) 當然，中共之所以選擇了吳耀宗為此運動的發起人，不是沒有理由的，自30年代，他已經是擁護及支持共產革命的教會進步份子，他與共產黨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他對共產主義認同，也相信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也肯定共產黨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結論說：基督教的革新運動是政府的統戰計劃，但同時也是吳耀宗的理想和野心。
9) 此宣言的運動有何結果：第一批簽名共收到1527個名字，到9月25日，第二批收到1500餘人，大概有3000多人簽名。

至於這40個發起人，除了陳崇桂一人是福音派外，其餘的都是新派人士：
· 中華基督教會：崔憲祥，胡翼雲，汪彼得，招觀海
· 衛理公會：江長川，丁先誠，陳芝美，吳高梓
· 浸禮會：戚慶才，鮑哲慶
· 循道公會：蕭國貴，熊真沛
· 公理會： 王梓仲，龐之焜
· 信義會：艾年三
· 中華基督會：邵鏡三
· 公誼會：黎照寰
· 協進會：林永俁，繆秋笙，王吉民
· 青年會：涂羽卿，江文漢，劉良模，吳耀宗，楊肖彭，趙復三，鄧裕志，
孫王國秀，凌俞秀靄，陳文潤
· 神學界：陳崇桂，趙紫宸
· 學界：陸志韋，韋卓民，方叔軒，王世靜，檀仁梅，高鳳山

· 醫療：劉維誠
· 《天風》：鄭建業
10) 宣言的內容
該「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共分四部份，第二部份是「總的任務」，要求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第三部份的基本方針有兩項，一為要使群眾清楚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造成的罪惡和利用基督教的事實，肅清基督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一為中國基督教會及團體應在最短期內完成過去所提倡的自治、自養、自傳運動。對於基督教信仰問題，該宣言則未有一字提及。宣言發出到九月底已有三千餘教會領袖的簽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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